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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研究

论合同之债请求权时效期间的起算①

———基于解释论的立场

连光阳
（湖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２）

摘　要：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是时效制度中一项尤为重要的构成要素，然而我国相关法律规范对其规定失之简

略。合同之债请求权是一项重要的请求权类型，以解释论为路径对其时效期间的起算进行类型化分析，并力图从法技术

层面实现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可为分析时效期间的起算提供一个范例，并可为缓和诉讼时效制度与我国传

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实现时效制度的本土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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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产生及说明
笔者最近看到一起关于诉讼时效的案例，看似十分简单，却关乎对时效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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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理解。王某从事水果批发生意，在一次生意交往过程中，合作伙伴赵某未携带现金，于是为王某出

具欠条一张，上面记载“今欠赵某人民币叁万元整”，落款有王某的签名和日期“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８日”，欠
条上未约定还款期限。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９日，赵某找到王某索要欠款，而王某却答复“债务已超过诉讼时
效，该笔款项不用再偿还”。赵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某偿还欠款。审理中，法官们对赵某的还

款请求权是否罹于时效颇具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本案中诉讼时效的期间何时起算［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６条规定：“不能确定履
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

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

算。”此案中，当事人未就欠款的还款请求权约定履行期限，赵某于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９日对欠款行使返还
请求权，那么诉讼时效应自宽限期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因此，根据司法解释，此案中诉讼时效并未完

成。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

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指出：“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立即付款，需

方收货后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

应认定为诉讼时效的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

到需方所写的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据此批复，此案中时效期间虽从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９日
重新起算，但债权人于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９日主张返还时，价款返还请求权确已罹于时效。是故，看似简单
的一个案例，却在如何判断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上遇到了难题，可适用的法律规范之间也存在着冲突。

诉讼时效制度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时效的期间；期间的起算点；时效各种延期的情形以及是否允

许当事人双方通过协议延长或缩短时效期间。这些彼此相对独立的各构成要素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是

时效制度最为典型的一个特征［２］１７０。而在这些要素中，期间的起算点是尤为重要的一项构成要素。只

有确定好了时效期间的起算点，诉讼时效才得以开始进行，诉讼时效的其他构成要素也才具有实际意

义。时效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定于请求权，而合同之债请求权是请求权中非常重要且常见的类型。厘清

合同之债请求权时效期间的起算不仅确有必要，亦可为分析其他请求权时效期间的起算提供一个范本。

因此，本文将以解释论为路径，缕析各种情形下合同之债请求权时效期间的起算，并对现行相关的

时效法律规范进行评价，力图为确定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提供一个合理的统一标准①。

二　如何确定时效期间的起算标准：解释论上的先决问题
分析合同之债请求权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先决性的问题是确定其时效期间起算的判断标准。时效

期间起算的判断标准是制定时效法的关键［３］１９０。现今各国时效立法，要么采主观时效制度之形式，要么

采客观时效制度之形式，二者区分之关键即在于时效的开始是以客观时日起算，还是选取一个以知悉为

基础的主观时日。而主观时效制度，即若非债权人知道或理应知道其请求权则时效不开始，已经得到了

更多国家或地区立法的支持［２］１８０－１８１。《德国民法典》第１９９条第１款、《希腊民法典》第９３７条、《瑞士
民法典》第６０１、６０７条、《荷兰民法典》第３：３０９、３：３１０、３：３１１条、《英国诉讼时效法令》第１１、１２、１４条、
《俄罗斯民法典》第１９６条、《南非１９６９年诉讼时效法案》第１２条等，均从不同程度上、在不同的范围内
对时效的起算采取主观标准。

我国《民法通则》对于时效期间的起算也采用了主观标准，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我国立法的这种表达并不同于大陆法系的常见表达方式。从比较法的渊源

８４

① 新中国民事立法，深受苏俄民法典的影响。苏联认为，取得时效制度是剥削者国家的立法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体系中

应该彻底摒弃取得时效。我国时效立法也效仿苏联体例，未规定取得时效制度。诺维茨基．法律行为·诉讼时效［Ｍ］．康宝田，译．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６：１５４－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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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这恰巧符合于当时我国立法“以俄为师”的实况。《苏联民法典》第４５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

起诉权发生时起开始”。这里的起诉权并非程序意义上的诉权，而是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当权利未受

侵犯时，强制保护的可能性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权利一受侵犯，这种抽象的可能性就转变为具体

的、实际上可以实现的用审判方法强制保护权利的可能性。这就是实体意义上的诉权［４］１８０－１９０。我国

《民法通则》将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表述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可见我国诉讼时效限制的

也是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权利被侵害”的表述实质上也与苏联民法“起诉权发生”无异。

适用时效制度的主观起算标准时，关键在于如何判断“知悉”或者“理应知悉”，如何判断债权人知道

或应当知道其债权被侵害。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时效期间起算标准中，对于如何判断债权人“知道或应

当知道”缺乏技术性条文的解释。债权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是债权人自己所控制的事

情，通常是无法为债务人所了解的。如果不能明确规定如何判断知悉或应当知悉，会对债务人苛以过重且

不公平的举证义务。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如何判断债权人的知悉或应当知悉进行明确解释。

判断债权人知悉或应当知悉时，《德国民法典》所采取的可察知性之检验可资借鉴。最开始，德国

仅将时效期间起算的主观标准限定适用于侵权行为引起的请求权。原《德国民法典》第８５２条第１款

规定：“因侵权行为而发生的损害的赔偿请求权，自受害人知悉损害和赔偿义务人的人身时起，经３年

时效而消灭”。此规则却被广泛地认为是德国旧时效法中最为成功的部分［２］１８０。是故，德国在进行民法

典的修改时，将此规则扩展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请求权。现行《德国民法典》第１９９条第１款规定：“普通

消灭时效期间自请求权成立及债权人知悉或者在无重大过失情形应当知悉设定请求权的事由和债务人

人身的年度终止时起开始”①。据此规则，德国对时效期间的开始规定了３个要件：（１）请求权成立；

（２）债权人知悉，或者在无重大过失情形应当知悉设定请求权的事由和债务人人身；（３）时效期间自该

年度终止时起算。其中，第２个要件明确规定了知悉或应当知悉的内容，即设定请求权的内容及债务人

的人身，仅在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请求权产生的事由以及债务人是谁时，时效始得进行。

具体而言，知悉请求权产生的事由，主要是要知道权利在构成要件上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知悉债

务人是谁，主要是要知道债务人的姓名、名称及地址等核心信息；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悉上述情形，主要是

指债权人以超常违背注意的方式怠于取得或者知悉为实现自己的请求权所必要的资讯［３］１４３－１４４。结合

条文的规定和对条文的解释，《德国民法典》为判断债权人知悉或理应知悉划定了一个明确的界线。尽

管现行《德国民法典》第１９９条也有引起批评的地方，主要是其将时效期间的开始限定在前述两个要件

同时具备的年末起算，此种规范在电子账务的时代，有过时的感觉，而且等于任意延长了时效期间近乎

１年之久，会使１２月份诉讼案件激增［５］２１。但是，《德国民法典》对时效期间开始所采取的主观标准，并

且其将知悉或应当知悉的标准具体化为可察知性之检验的经验，完全可以作为解释我国《民法通则》规

定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参考。而且，就时效而言，可察知性也是欧共体立法中所浮现

出来的一般标准［２］１８１－１８２。诚然，债务人要证明债权人知悉或应当知悉上述情形时，举证义务仍然是较

重的，但这是采取主观时效制度必要的代价。明确了债权人知悉或应当知悉的事由，已经为债务人证明

责任的范围进行了界定。而且，采主观起算标准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债务人友好型的较短期间，完全可以

苛求债务人去承担这个代价。

三　合同之债请求权时效期间起算的类型化分析
具体到合同之债请求权时效期间的起算，确实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尤其是在判断债权人是否

９４

① 关于《德国民法典》第１９９条条文的翻译，本文采用的是韩光明在《德国新债法：历史与比较的视角》一书中的译法（莱因哈特·
齐默尔曼著，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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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实践中，合同之债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在各种不同情形下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笔者将结合前述起算标准，针对合同之债的几种不同类型，就其请求权时效的期间

起算进行分析。

分析前，首先要明确这样一个前提：在一个债务合同中，至少双方当事人之一承诺向另一方当事人

负担一项给付。对该项给付的义务与该有效合同的其他前提无关，其被称之为主给付义务，主给付义务

对应的是原请求权。在提供主给付的过程中发生障碍，就会产生次请求权，如损害赔偿或者解除后的给

付返还［６］２９－３０。诉讼时效只会适用于次请求权。因为只要债务人适当地履行主给付义务，就不存在债

权人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也无从发生。合同的主给付义务可以区分为规定作为义务和不作为义务两

种情形，笔者将在下文中分析这两种情形下合同之债请求权时效期间的起算。

（一）违反作为义务时时效期间的起算

１．履行期限确定时时效期间的起算
一般而言，合同约定某种作为义务时，如果有明确的履行期限，确定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会比较容易。

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之前，债务人并无履行义务，债权人也没有请求债务人履行的权利，故谈不上权利

被侵害。在债权人能向债务人请求给付之前，从结果上考虑，在债权人能起诉之前，就规定时效期间的

开始进行，是与规定时效的目的不合的［７］３３８。因此，《民法通则》规定，时效期间自约定期限届满之日的

次日起算。

然而，如果合同约定的是分期履行的债，即债务不是由债务人整体性地作出给付行为，而是依时间

将债权切割成数个权利形态依次给付，那么，此种情形，如果其中某期债的履行出现瑕疵，如何起算诉讼

时效？是从整体债权的履行期限届至之时起算？还是从履行出现瑕疵的该期债务履行期限届至之时起

算？我国关于诉讼时效司法解释选择了前者，也即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司法解释对分期履行债务的时效起算时间的规定有待商榷。根据时效期间起算的主观标准，权利

人在债务人每次违约时，均已知道其权利被侵犯，那么缘何时效期间非要到最后一期履行届满之时才起

算呢？在房屋买卖中，合同期限甚至可能在２０年以上。在此时，如果债务人在分期履行的某一期违约，
时效期间甚至可能要等到２２年以后才会完成，这不仅突破了最长时效期间的限制，而且也会对债务人

苛以沉重的举证负担，与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政策考量因素相悖。

从法律规范的技术层面分析，司法解释的规定未对分期履行的债与一次性给付的债务进行界分。

分期履行之债时效期间的起算应该取决于分期履行之债请求权的形态：如果每个期次的债务是相对独

立的，每个独立期次的债务都对应一个请求权，一个请求权自然对应一个诉讼时效，那么时效期间也应

从存在问题的该期债务履行期满时起算；如果每个期次的债务是不可分的，则整个债权请求权只与一个

诉讼时效对应，此时应从整个债权届满之时起算诉讼时效期间。在此意义上，可分性标准是对分期履行

之债的时效期间起算的一个合理易行的契点［８］。分期履行之债中，每个期次的债务之间是否可分，取

决于每个单独期次的债务的瑕疵履行是否会影响到整体合同的效力。如果分期履行之债中，某个期次

的履行瑕疵构成根本违约，该债就不具有可分性，因瑕疵履行而产生的请求权也是完整不可分的。但在

并不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形，该期次的瑕疵履行并不会影响到其他期次的履行，债权人仅就该期次的履行

瑕疵行使请求权即可得到合理的救济。在此意义上，该期次债务具有相对独立性，而就该期次的履行瑕

疵所生的请求权也具有了一定可分性［８］。

２．履行期限不明确时时效期间的起算
履行期限并非合同的必备条款，实践中通常会有当事人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履行期限的情形。在这

种情况下，如何确定合同的履行期限呢？我国《合同法》第６１、６２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合同生效后，
当事人就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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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依此仍不能确定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

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实践中，往往在依照约定、补充协议、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协议仍然不能确

定履行期限，债权人得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时，债务人如果不履行，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此时债权人

履行请求权的时效期间从何时起算？是否需要债权人提出履行债务的要求才算开始？还是甚至是从宽

限期届满后才起算？

各国的立法对此有着不同的规定，比如对我国《民法通则》立法具有重要影响的《苏联民法典》规定

从债权产生时起算［４］１９１。苏联民法规定的此种起算方式，与诉讼时效制度在苏联计划经济中主要发挥

的作用有关。苏联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整个社会生产不断增加是基本先决条件之一，而要做到这

一点，就要大力加速流动资金周转率。诉讼时效制度可以消除民事权利的长期不肯定的状态，促使财产

法律关系的明确化，这对于贯彻实行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制的原则、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等都特别重

要［４］１６１－１６２，１９２。因此，如果诉讼时效期间的开始时间和提出索赔要求的时间一致，就会使当事人有可能

用拖延提出索偿要求的时间的办法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这在苏联显然是不允许的。

苏联民法中规定的这种起算方式并不可取。我国的普通时效期间是非常短的２年，如果从合同成

立时起算，会明显损害债权人的权利。而且，《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期间起算采主观标准，即自债权人

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时起算时效期间。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债务，债权人

可随时要求履行，即债权人可于合同关系发生的第２天甚至于当天开始要求履行，也可于第２０年才要
求债务人履行。如果债权人未主动向债务人提出过请求，且债务人也未明确向债权人表示不履行，即

根本谈不上债权人权利被侵害的问题，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也就无从谈起［９］。

对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所做出的司法解释值得肯定。司法解释第六条对债务人不履行区分了两

种情形：一是债务人消极地不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解释规定在宽限期届满后起算时效期间。宽限

期内，债务人拥有必要的准备时间，债权人也有了必要的认识时间。宽限期届满，就相当于债务履行的

“到期日”，时效期间自此开始起算，显然十分合理。另一种是债务人明确地拒绝履行，在这种情形下，

一旦债务人做出这种表示，债权人便知道了其权利受到侵害，而且，债务人明确表示违约，也就没有宽限

期存在之必要，从债务人做出违约表示之时起，诉讼时效便得以开始起算［１０］３９０。司法解释对此种情形

所做出的规定十分具有科学性，严格地遵守了时效起算的主观标准，为实践中处理未约定履行期限之债

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提供了良好的指引，未来编撰民法典时，相应的时效法部分也应当采用此种规定。

（二）违反不作为义务时时效期间的起算

实践中也有通过合同约定要求某一方当事人不得从事某种行为（不作为）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

如果该当事人违反了不作为义务，债权人请求权的时效何时开始进行呢？到期日显然不可能是一个恰

当的时间，因为债权人的请求权甚至是在债务人违反义务之前就已经到期。而且，在这种违反行为发生

之前，债权人通常没有任何理由去起诉他的债务人以停止时效的进行。因此，对于规定不作为义务的合

同之债的请求权时效，我们需要一条特殊的规则来确定其时效期间的起算［１１］１５０－１５１。该条规则必须以

时效起算的主观标准为基础展开。

债权人权利被侵害，是由债务人的违反行为所引起的。而针对债务人的违反行为，我们必须要区分

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合同约定债务人在特定的时间负有特定的不作为义务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

关于时效的起算并无疑问：一旦债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遵守就变得不可能，债权人就只能请求损害赔

偿，时效在债务人违反义务时即开始进行。另一种是合同约定债务人负有继续性不作为义务的情形，也

即债务人的义务一直延续并超过一段时间。此种情形下，由于债务人不作为的义务是持续性的，在持续

的时间内，他可能会发生多次违反行为。那么，这种情形下，债权人请求权的时效期间何时开始起算？

是一劳永逸地从第一次违反行为时开始进行？还是从每一次新的违反行为开始进行呢？

１５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对于这种继续性债权，我们一方面要将它看成是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可将该

继续性债权区分为若干个债权，每个“个别债权”具有某种程度的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独立性。于此场

合，时间因素在债权的实现上居于重要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债权人享有的每个“个别债权”就接踵而

至清偿期，相应地，债务人负担的每个“个别给付”不断地进入应当实际履行的状态［１２］１０９－１１０。正因为每

个“个别债权”具有某种程度的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独立性，所以，在诉讼时效的适用上就可以就每个“个

别债权”分别适用诉讼时效［１３］。因此，对于合同约定债务人负有继续性不作为义务的情形，让时效期间

从每一次新的违反行为开始，似乎比较合理。

四　结　语
通过对基于合同之债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之起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如何确定时效期间的起算点

确实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它需要我们严格遵循时效期间起算的主观标准，甚至需要结合现行法

律规范的相关规定进行体系解释。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在我国可能尤为重要，因为我国适用的是非常短

的普通时效期间（２年）。如果不能合理确定期间的起算点，时效期间在受害人可能知悉所致损害之前
就开始起算，这甚至会导致这种短期时效期间最终可能被认为违宪［１４］４１－７４。而且，诉讼时效制度作为

舶来品，对我国注重“情”、“理”的本土法律文化构成了较大的冲击，我国学界对诉讼时效制度的“反道

德性”的批判也不绝于耳［１５］。尽管如此，时效制度作为民法中的一项制度，对维护法律的确定性以及社

会公共利益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立法、司法不能因噎废食。因此，诉讼时效制度的本土化是我们

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时效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反映了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之间的一种平衡。这体现

在债务人友好型的时效期间（即短的期间）需要向债权人倾斜以获得一种可接受的平衡的起算点，在时

效的中止、中断等其他构成要素中也需要注意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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